The Adhesive Identity: A Case Study on the Buddhist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Dutch by 吕云芳
19
荷兰“华二代”佛教徒的叠合身份认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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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荷兰华人后代佛教徒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宗教信仰方面如何对融入当地社会
和保持祖籍文化认同进行选择与平衡。结果显示，在融入和认同方面，华人后代（或称华人第二代、
华二代）是一个特殊群体。与其说他们传承了具有族群特色的中国佛教，不如说他们选择了佛教这个
世界性宗教下的大乘佛教。荷兰华人后代的佛教信仰是个积极的选择和建构过程。他们融入荷兰社会
的事实，促使他们在宗教实践中淡化族群文化特色，以本土联系为导向，扎根荷兰本土，推动全球性
佛教文化的建构。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叠合身份认同模式：荷兰人认同和佛教徒认同为主；族群认同与
宗教认同的分离；族群认同相对弱化、全球组织成员意识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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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argeting  the Buddhists among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in Holland,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ir religious practice affects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identities of the host society and their 
ethnic cultures. It suggests that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Dutch (also called as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or the Chinese second generation), has been a unique group in terms of integration and 
identity. Instead of inheriting an ethnic religion like Chinese Buddhism, they have actually chosen to follow 
the Mahayana Buddhism as a sect of a global religion – Buddhism. The Chinese Dutch’s Buddhism religion 
indicates an active process of sele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Dutch  into  the 
Dutch society enables them to weaken their ethnic features in religion practices. Leaded by local oriented 
affiliation and grounded by the local society,  the Chinese Dutch facilit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globalized 
Buddhist culture. Therefore, a unique form of adhesive  identity has been developed: Dutch identity and 
Buddhist  identity are dominanted; ethnic identity and religious identity become separated; ethnic identity 
has been weakened; the awareness of belonging to a global organization has been strengthened.
荷兰华人第二代（简称“华二代”）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或出生于荷兰，或在童年时代便随
父母移居荷兰，其社会化过程基本上是在荷兰完成的，因而“他们是在自身的血缘文化和成长的环
境文化相互撞击与交融中成长的一代人”，［1］思维、举止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必然携带着两种文化交织
而成的矛盾、融合或平衡而留下的痕迹，宗教信仰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成为这一过程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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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以华二代佛教徒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在宗教皈依上如何对融入当地社会和保持祖籍国文化认
同之间进行选择与平衡。
一、身份的叠合：居住国公民·华人·宗教徒
中国人进入荷兰始于一百年前，但移民真正聚居到一定规模则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二战之
后欧洲经济复兴更吸引了不少华人前往，但当时多为荷属殖民地华人，如印尼和苏里南华人，以及从
英国转道而来的香港人。20 世纪 70 年代印度支那政治动荡引发印支华人逃难欧洲，荷兰为此接纳了
一部分华人。80 年代后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浙江、广东和福建等地开启了向外移民潮，荷兰的
中国移民规模迅速膨胀。此后，荷兰华人人口规模持续扩大，目前估计人数接近 15万。从来源地看，
荷兰华人人口构成主要有以下几个群体：一是粤语群体，即香港人或广东人；二是温州方言群体，即
浙江青田人和温州人；三是荷属殖民地华裔再移民；四是福建人；五是台湾人；六是留学生。由于大
部分移民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才移入，因此，当前荷兰华人社会以第一代移民为主。［2］
荷兰学者和中国学者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已开始对荷兰华人群体包括华人后代进行调查研究。
众多对荷兰华人后裔群体的研究都指出，华人二代基本上都是在荷兰接受教育，他们是荷语和中文
（普通话或粤语或客家话或浙江话）双语使用者，认同于荷兰主流社会文化。在信仰方面，受到荷兰
社会和华人社会的双重影响。［3］
与其他西欧国家类似，荷兰社会信仰多元化。由于深受自由主义世俗价值观影响，荷兰社会信
仰经历了高度世俗化的过程。据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2014 年底的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25% 的荷兰人
称自己为无神论者，［4］但宗教对社会文化和个人生活影响深远。按信仰人口比例排列，荷兰重要宗教
依次为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佛教或印度教，等等。
荷兰佛教徒人数目前没有确切统计，最保守估计为六七万，最高估算到 175 万。［5］统计数据相
差甚远，缘于对佛教徒的定义不同。荷兰佛教派系众多，2001 年荷兰佛教电台（荷兰语）开播后信
徒有了大幅度增加，多属于日本禅宗、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三大支派。汉传佛教中佛光山和北京龙
泉寺设有道场，另有形成一定规模的包括真佛宗、慈济等支派的聚会场所，还有不少利用互联网通
讯而结成的网络学佛群体，分属不同支派。
荷兰的华人信仰情况目前未有具体数据。根据多方信息分析估计，荷兰华侨华人信仰较为多元，
佛教徒人口占比最大，荷兰温州移民自称有 75% 是佛教徒，而粤语群体信仰佛教或其他中国传统教
派的比例更大。留学生和其他地方传统移民中则有不少基督徒。这种情况与全欧洲华人社会宗教生
态基本符合。李明欢认为，受中国本土传统及欧洲社会现实的双重影响，欧洲华人移民信奉的宗教
主要有基督教和佛教。此外还有一些人信奉道教、天主教等，但人数比较少，影响也比较小。广东、
香港和福建人以佛教信仰为主，但浙江人信仰基督教的也很多，许多赴欧移民在出国前就已入教。［6］
然而，已有研究缺乏针对华二代信仰的分析。已成为荷兰社会一分子的华人后代的信仰情况如
何？移民父母及宗教社群为华二代提供了怎样的选择？华二代接受什么？他们如何建构和解释自己
的信仰？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展示的将是华二代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
对移民宗教群体成员而言，其认同建构必然要调和三种不同身份或资格：作为移民或移民后代、
居住国公民、宗教信徒。杨凤岗在《皈信·同化·叠合身份认同—北美华人基督徒研究》一书中
提出“叠合身份认同”模式，用以解释多元社会中北美华人基督徒协调三种身份并建构群体认同的
过程。杨凤岗发现，美国华人基督徒在美国人认同、华人认同和宗教认同三者之间并未简单被动地
拒绝或固守某一认同，而是将这三者叠合在一起，建构起独特的“叠合身份认同”，“依据环境的不
同，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相应的行为方式：在美国人中像美国人、在华人中像华人、在美国人中像
华人，在华人中像美国人。”［7］
“叠合身份认同”模式超越同化模式和多元主义模式。在“叠合身份认同”模式下，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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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认同与宗教认同是分离的，即选择居住国主流宗教，也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族群认同。如在加
拿大，吴德龄研究发现，因为中国文化与儒释道宗教的密切关系，华人基督徒有时候只是“社会性
的基督徒（social Christian）”或“名义上的基督徒”，私人场合可能还是会从事一些中国传统的佛道
仪式，儒家传统仪式更是必不可少，因而基督徒的认同并未与华人文化认同相冲突。［8］曹南来的研
究告诉我们，欧洲国家中基督教是主流信仰，旅法温州移民坚持自己在祖籍国已皈依的基督教信仰，
却是为了维护中国文化认同。他们特别强调下一代对移民教会的委身，坚持中国语言文化认同，同
时维持温州的全球化经济模式。［9］同理，由于国家认同、族群文化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分离，选择族
群宗教或教会，并不意味着选择族群认同，而放弃居住国政治认同。
同时，在这一模式中宗教组织的作用也不可忽略。杨凤岗发现，由于宗教信仰的社会网络功能，
宗教场所成为凝聚华人社会认同、连接祖籍地文化的重要桥梁，北美华府地区华人后代的“华裔”
族裔认同在加入华人教会后有向“华人”文化认同转变的迹象，证实宗教组织在叠合身份认同建构
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0］曹南来研究中的温州移民教会即是如此。汲喆认为，欧洲的汉传佛教总体上
依然是“族群宗教”，是华人的族群标志，但是随着新移民的增加和互联网的发展，已展现出全球化
趋势。［11］因此，我们可以提出疑问，皈依汉传佛教是否意味着加强族群认同呢？全球化趋势又会如
何影响华二代的认同建构？
二、研究对象：佛教徒·荷兰公民·全球化组织成员
笔者于 2014 年在荷兰访学一年，田野调查中，随机接触了 16 位荷兰华二代个体，和他们一起
参加一些佛事和交友活动，并对他们进行了深度访谈，了解他们如何解释自己的信仰。同时，在华
文学校考察了华二代的文化倾向。
本文选择了 6 个典型案例进行重点分析，他们可以概括该群体的大致类型。个案按顺序以字母
ABCDEF 代替，年龄等时间信息是指 2014 年的计算。
A. 男，出生于荷兰，31 岁。父母亲来自马来西亚，祖父母从福建移民至马来西亚。目前马来西
亚还有亲戚，父母有时会回马来西亚探望亲戚。母亲会按中国传统节日和马华习俗去拜民间神。大
学毕业后就职于某酒店。他身材高大，与本土荷兰人几无区别。荷语为母语，英语、粤语和普通话
流利，但汉语阅读能力欠缺。从小就读于天主教会学校，18 岁那年开始重新思考人生，感觉天主教
不适合他，后来接触到佛光山在荷兰的道场荷华寺，开始认识佛教，并前往台湾佛光山总部接受佛
教知识学习，在那里皈依佛教。之后积极活跃于荷兰佛光会，并担任首个荷兰佛光会青年团负责人，
参与或负责规划各类型活动，如传教、外联等。
B. 男，出生于荷兰，24 岁。父母来自香港，是荷华寺早期护持人士。荷语为母语，英语和粤语
流利，普通话费劲。汉语阅读能力欠缺。大学刚毕业，计算机技术专业。现担任荷兰佛光会青年团
负责人。
C. 女，出生于广州，21 岁。10 岁时随父母移民荷兰。技术学校读书，即将毕业。家住海牙，帮
荷华寺重新设计网站和 facebook 账户。荷语、粤语、普通话都很流利。汉语阅读能力较差。因为生活
中遇到了一些困惑，于是朋友向她介绍佛教和佛光山，虽然她知道海牙有拜观音的地方，但还是选
择来阿姆斯特丹荷华寺，不过并未真正受戒皈依。
D. 女，出生于荷兰，25 岁。父母来自香港，大学毕业已工作。荷语为母语，粤语和英语流利，
普通话只能进行基本交流。父母亲的信仰不明确，只是自己对佛教感兴趣。较少参加佛事活动，但
会参加佛教知识培训班。
E. 男，出生于福建，28 岁。11 岁时随父母移民荷兰。荷语、闽南语、普通话流利，还能用粤语
交流，汉语阅读尚可，能用汉语发简单微信文字。自称父母信佛，所以自己就跟着信了，但一般不
会去烧香拜佛，也不会参加佛教组织或了解佛教知识。家族祖先是清朝征台名将施琅，家中敬祖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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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严格。父母虔诚拜佛，同时也崇拜闽南的地方神如妈祖、关帝，基本上以闽南传统方式进行宗教
活动，但 E 平常并不参与。
F. 女，出生于荷兰，21 岁，莱顿大学学生，父母来自香港。荷语为母语，英语和粤语流利，
不会普通话，汉语基础为零。父亲是真佛宗信徒，F 虽然对佛教有了解和看法，但自己声称不信任
何宗教。
在与华二代的访谈和聊天中，笔者试图了解他们的生活经历、家庭背景以及信教动因和活动。
除此之外，笔者还随他们参与观察了一些重要活动，包括在荷华寺组织的读经学佛课程、以佛光山
名义参加莱顿民族学博物馆举办的佛教日、荷兰家庭收养的中国儿童春节活动、浴佛节和中秋节庆
祝、荷华寺导览设计和网站设计、与学业导师的互动等，从中观察分析他们如何认识自身的信仰，
并如何向别人展示自己的认知。
三、研究分析：多元认同的平衡与建构
如前文所述，移民或移民后代的宗教徒，必然要在三种凸显的身份中进行协调：移民社会成员、
居住国成员、宗教组织成员。对本文所涉荷兰华二代佛教徒而言，他们的信佛动因、参加宗教活动
的类型和内容、对宗教信仰的独特理解和解释等方面都展现了其对此三种身份的调和与建构。
（一）佛教徒认同与华人族群认同的分离
从信仰实践和活动选择动因分析，华二代更多地是寻求宗教认同和心灵抚慰，而不是族群认同
和中国文化认同，因而其信仰活动会淡化族群文化元素。
华二代佛教徒中很多人是“改宗皈依型教徒”，而非“族群传承型教徒”，［12］如个案中的 A、C、
D，他们都是缘于某一生活经历开始对宗教进行理性思考之后接受佛教。宗教是否能解决人生困惑是
其考虑的因素。
他们选择加入的佛教组织是正统的汉传佛教团体佛光山，它不同于会馆佛教，［13］所携带的中国
宗教信仰特色—儒释道和民间信仰融合—不是特别浓重。荷兰各大城市均有些具有中国南方民
间信仰特色的佛教崇拜场所，也就是类似于汲喆所称的“会馆宗教”场所，如 C 所居住的海牙，她
说“海牙也有拜观音的地方，但是我不去那里”。观音崇拜具有浓厚的中国民间信仰特征，因而不是
C的选择。D所在的鹿特丹有荷兰第二大华人居住区，也有民间信仰特色浓重的佛堂，如一贯道道场，
“那里一般是华人烧香拜拜吃素餐的地方”，而她们都是想了解佛教知识，所以宁愿每次都坐火车来
到阿姆斯特丹佛光山道场荷华寺，参加佛学知识讨论活动。
寺院和移民父母共同建构起佛教和中国文化双重认同，但华二代是选择性地接受佛教认同。荷
华寺自 2000 年建寺以来，按佛光山推动汉传佛教全球化策略“以中国文化弘扬佛法”、“注重本土
化”、以“人间佛教”建立“人间净土”，［14］积极组织了各类相关活动。荷华寺曾安排一些中文课程，
主要针对华二代的需求，然而一两期之后便无法继续。寺中法师的解释是华二代人很少，而且华文
学校很多，所以选择来荷华寺学习中文的人很少。据法师介绍，荷华寺的中文课程与华文学校则有
很大不同。华文学校一般从认字开始，培训阅读和写作等实用技能，而荷华寺的中文课程包括佛学
基础知识和中国文化。“我们不能只是教读中文呀，那样太枯燥了。我们会加入一些中国文化知识，
如‘孝’文化。‘孝’是我们中国文化的重要部分，家长们也都很欢迎。”A由此看出，寺院和移民父
母希望后代了解和学习的不只是中文，寺院希望加入佛教知识，移民父母希望加入儒家规范。而后
来的情况是，中文课程没坚持办下去，但每月的荷语佛学知识讨论班却一直坚持，参与人员以华二
代为主，也有当地荷兰人参加。这充分证明华二代寻求的是宗教而不是中国文化和族群文化。
华二代在活动中淡化族群文化元素，突出佛教元素。A、B、C、D 每年都会参加组织荷兰家庭收
A2014 年 9 月 3 日下午与法师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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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中国儿童春节活动，活动地点在荷华寺。收养家庭认为，他们收养的中国孩子应该多了解自己
的血缘文化，他们认为荷华寺的活动应该是典型的中国文化活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A、B、C、
D 及其他华二代佛教徒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不多，2014 年的活动中几乎都是佛教相关活动，全程使用
荷兰语，参观寺院、看佛教动画片、做游戏、吃素餐、做手工，其中做手工部分是粘贴和填涂当年
的属相动物，只有这一个活动带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
华二代对中国文化并不是很热心，有时还相当淡漠。在浴佛节和中秋节的庆祝活动中，荷华寺
和佛光会安排了不少中国文化节目表演，如中国歌舞、武术、诗歌朗诵等，华二代表现出来的兴趣
和当地荷兰人一样，即对武术表演很兴奋，对其他节目不参与，兴趣也不大。E 和 F 从不参加类似
的中国文化活动。他们对与中国人的来往也不热心，有时还很排斥，如 F，作为莱顿大学的学生，除
了家人来往需要，她一般不太与中国人来往。笔者能接触到的大部分是第一代移民和留学生。留学
生告诉笔者，他们很少接触到华人后代，他们认为华人后代一般不太和中国留学生来往，而是和其
他荷兰人来往。他们的移民父母对他们与中国文化的距离表示遗憾，如前佛光会会长（第一代移民）
说：“我们只是希望在他们心中播下善因。”
（二）居住国认同与宗教认同结合，在佛教信仰中找到与荷兰主流社会的契合点
从信仰活动的类型和内容来看，华二代已完全融入荷兰社会，他们对活动的选择以本地联系为
导向，努力将自己当成荷兰佛教大家庭的成员。因而活动选择与设计以本土化为方向，用以表明他
们信仰的佛教，就像荷兰其他佛教支派如日本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一样，都是荷兰佛教界的
一个佛教支派。
荷兰语的使用是重要契合点。既然专注于与荷兰当地社会联系的活动，相对来说，华二代对族
群宗教活动就不是太热心，而是建立荷兰语为媒介的小群体。荷华寺每周都有法事活动，参加者多
为第一代移民，华二代不会频繁参加，或只是参加荷语佛经学习小组活动，以华二代和当地荷兰人
为主。他们的表现证实了学界已有研究发现。学者以往研究指出，移民后代通常倾向于建立本土语
言的宗教小群体，与主群体分庭抗衡。［15］
不仅如此，华二代还推动荷语的更广泛使用。C 负责设计荷华寺新网站，并于 2014 年初开始投
入使用，原来的旧网站同时被撤销。旧网站提供两种语言版本：汉语和英语，其中英语只涉及寺院
活动安排公告。新投入使用的网站也提供两种语言版本：荷兰语和英语，以荷兰语为主，英语局限
于寺院和佛光山的介绍，汉语信息只出现在 2014年的活动安排表上。在所有欧洲佛光山道场网站上，
唯有荷华寺网站未提供中文版信息。荷华寺 Facebook 账号上的内容使用语言也基本上是荷兰语和英
语，荷兰语占比更大。
宗教活动以本土为导向是契入荷兰社会的重要途径。A、B、C 连续三年以荷兰佛光山的名义参
加莱顿民族学博物馆每年组织的佛教日。佛教日活动中荷兰佛教各支派都会积极宣传本派，观众一
般是荷兰本地人，偶有少量外国游客。A、B、C 这些华二代们会进行汉传佛教的介绍和导览，而寺
院法师和其他父辈佛光会员并不知道此事，也并不太关心。有意思的是，2014 年的佛教日也有中国
的少林寺派员参加，进行武术表演和汉传佛教讲座，但佛光山的年青人并未与他们有任何互动。他
们自认为是荷兰佛教中的一支，与来自中国的禅宗祖庙少林寺不一定要有交集。
A 积极推动荷华寺和佛光会建立与当地荷兰人佛教组织和佛教人士之间的联系，但“说服他们
（指寺院方和佛光会负责人）很艰难。他们不想跟荷兰佛教协会有什么关系，也对荷兰宗教管理部门
的资助没兴趣。我告诉他们，我们不需要成为他们的会员，但可以跟他们做朋友。”A为此，A 广泛联
系荷兰的佛教研究学者、荷兰佛教协会，等等。笔者在荷兰访学时拜访的学者提到 A。A 所积极推动
和实践的是建立佛光山本土化的基础，拓展与当地社会的联系，成为荷兰佛教大家庭的成员，而不
A2014 年 7 月 21 日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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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局限于华人移民圈内。A 积极推动荷华寺和佛光会参与荷兰佛教界组织的社会公益活动，如荷兰佛
教协会组织冬天为无家可归者送温暖，荷华寺在 A 负责外联工作时都会参加，为无家可归者送热粥。
然而，荷兰佛光会和荷华寺作为世界佛光会成员和佛光山道场，他们通常按中国台湾总部的安排来
进行。由此可见，A 的推动是以荷兰本土为导向。
融入当地社会，则必然有向当地人传教的倾向。A、B、C、D 都愿意向当地荷兰人解释和传播佛
教，而其父辈由于语言不通和生活圈子相对隔绝，是无法做到的，甚至有当地人对笔者说荷华寺义
工（基本上是第一代移民）“看上去太中国化，对其他人并不热情，态度保守”。A华二代则不同。A
设计了荷华寺的导览内容，以帮助来寺参观的荷兰人理解佛教。B 说他会经常和当地荷兰人聊佛教，
“他们对佛教有很多误解，而我不希望他们误解，所以我会经常向他们介绍正确的佛教。”“比方说，
荷兰人喜欢佛像，觉得佛像带来‘peace’，但是把佛像摆在窗台下，像植物一样装饰屋子。我要告
诉他们，佛像不是装饰，不是植物，而是神圣，不放窗台而要放佛台。”BB想传递给当地人的信息是，
这不是文化习俗装饰，而是神圣的宗教。A 说“欧洲很多人以为佛教就是打坐冥想，我告诉他们这只
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佛教教义广博智慧，还有许多的清规戒律，这样他们才会看到佛教是严肃的宗
教。”C他们力图揭掉汉传佛教上贴着的移民习俗标签，强调其严肃普世宗教的本质。
对华二代而言，欲将带族群标签的佛教转型为荷兰本土宗教，就必须从语言使用、活动类型、
活动内容等方面，都努力地去中国化，同时向当地人传教，让佛教扎根当地。
（三）超越国家和族群认同，彰显全球化意识
从对信仰的理解和诠释来分析，华二代强调其佛教信仰的全球性和现代性特征，强调他们加入
的宗教团体的全球化现代组织特征，而非传统文化特征，以适应西方和全球化需要。
对宗教实践的介绍中，华二代强调现代西方对宗教的理解，迎合西方个体化社会的现代需求。A、
B、C、D等人重点强调的是打坐冥想、读经和戒律，而不是中国人习惯的烧香拜佛。E、F从不参与烧
香拜佛的活动，即使E认为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这与笔者在中国国内经历的佛教宣传完全不同，也
与荷兰第一代移民佛教徒不同。国内寺院的佛教宣传是放在“灵验”“积德行善”这些概念上，第一代
华人移民亦是如此。参观者一进入荷华寺，义工（一般都是第一代移民）通常会说：“你要点香吗？要
点灯吗？”“向观音菩萨求快乐吧”等之类的话。然而华二代则不同，他们可能根本不介绍烧香点灯叩
拜，而是首先向参观者介绍佛教基本知识，如观音是什么、佛是什么、信佛能让人平静和智慧，等等。
在对佛教知识的讲解中突显佛教作为普世性宗教的特质。A设计的荷华寺导览内容中，强调的是
佛教的历史，而不是汉传佛教的历史，对佛光山所属的汉传佛教禅宗所推崇的“大道至简”“明心见
性”等概念极少提及。在佛学知识讨论班中，经常提到的是与南传佛教相对应的“大乘佛教”、与传
统佛教不同的现代“人间佛教”、与日本佛教相区分的“汉传佛教”。在民族学博物馆举办的佛教日
活动中，虽然他们是借用中国展厅，但整个活动中，他们提到“中国佛教”或“汉传佛教”的同时，
更多地是介绍“佛光山是一个全球性的宗教组织”、推崇“人间佛教”，强调佛教的普世性特征，以
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
华二代对所加入的佛光山系统的解释是，佛光山“是一个现代宗教组织”、“全球性的宗教组织”、
推崇“人间佛教”、“是联合国非政府组织成员”，等等，这些是他们愿意加入的宗教团体的特征，即
现代组织、全球化，而不是“会馆宗教”“移民族群宗教”。［16］他们不像东南亚华裔那样热衷于地缘
和宗亲相结合的宗教组织，也不像北美华裔那么强调其西方性，而是体现跨越族群和国家认同的全
球组织成员意识。
A2014 年 5 月 6 日的访谈记录。
B2014 年 5 月 24 日的访谈记录。
C2014 年 5 月 7 日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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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叠合身份认同模式的新形式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荷兰华二代的佛教信仰是一个积极选择和建构的过程。他们选择了中国传
统的佛教信仰，加入了汉传佛教团体。然而，与其说他们传承了具有族群特色的中国佛教，不如说
他们选择了佛教这个世界性宗教下的汉传佛教，与日本禅宗、藏传佛教、南传佛教等支派的教徒一
起，平等加入荷兰佛教大家庭当中。同时通过加入佛光山这个全球性佛教组织投身于全球化进程。
宗教团体和第一代移民共同努力，在宗教信仰上建构起自己的族群性，并希望将此宗教和族群
文化传给下一代。然而，华二代并不是被动地接受族群传统和宗教信仰杂揉在一起的信仰系统，而
是尽力摆脱族群标签，赋予这个信仰以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意义。对他们而言，他们早已融入荷兰社
会，接受西方教育，以不同的视角看待族群文化和自身的个体需求。他们在西方个体化社会中，想
要追求的并不是传统的血缘文化支持，而是更为个体化的宗教的精神抚慰。选择佛教并不等于选择
认同中国文化。在皈依中国传统信仰佛教时，他们不是在寻求血缘文化认同，而是在强化其作为荷
兰社会的成员资格，同时追求全球化的现代文化认同。
基于此，以本地化为导向的信仰实践成为华二代的必然选择，而这必然会导致他们对中国佛教
的选择性理解和实践，相当于钱德勒所说的“剥离中国文化附着，回归佛教本真”［17］的过程。华二
代力图摆脱中国佛教的移民族群标签，贴上全球化宗教标签，将自己置身于荷兰宗教大家庭，以本
土联系为导向，扎根荷兰本土，推动全球性佛教文化的建构。
这一建构过程反映出全球化时代荷兰多元化社会中华二代佛教徒对自身身份认同的调和与平衡。
在杨凤岗的“叠合身份认同”模式中，美国多元化背景下北美华人基督徒建构了华人、居住国公民、
宗教徒三重认同叠合模式，这三重身份的侧重随情境改变而改变。在本研究中，荷兰华二代佛教徒
的叠合模式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多元化和全球化背景下，荷兰华二代的三重身份—荷兰公民、
华人、佛教徒—叠合中，族群认同一环较为薄弱，更倾向于杨凤岗所提到的“华裔”族性认同，
被更为强烈的荷兰人认同和宗教认同所削弱。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荷兰华二代的认同建构中突出了
全球化的维度，华二代强调其全球宗教组织成员身份，积极将佛教徒普世性身份替代华人族群特殊
性身份。因而，荷兰华二代佛教徒对自身身份的整合建构可以概括为：荷兰人认同和佛教徒认同为
主、族群认同与宗教认同分离、族群认同相对弱化、全球组织成员意识增强。
这一独特表现形式，背后由三大不同的力量—个体化、多元化、全球化—共同塑造而成。
其一，荷兰个体化社会中华二代对宗教认同的追求胜于对原生文化认同的追求；其二，荷兰多元化
社会对各宗教较为包容的态度，使华二代得以选择以族群宗教的形式加入荷兰宗教大家庭；其三，
佛教全球化趋势和佛教组织全球化战略是重要推动力量。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
宗教组织开始加入全球化，以台湾佛光山、慈济和大陆龙泉寺、少林寺等为代表的汉传佛教组织积
极拓展全球影响。华人移民及其后代被全球化佛教组织纳入全球化战略中，为华二代佛教徒的叠合
身份认同增添了全球化的维度。随着中国佛教组织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全球化进程，并在全球华人中
积极传法，华人社会的族群认同与全球化宗教认同之间的契合或分离会发生怎样的变迁，值得学界
进一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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